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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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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环境罚款是以威慑功能为核心的环境财产罚，欲准确确定环境罚款数额，需要科学立法和精准裁量的双重

保障。现阶段环境罚款组成不完整、数额设定方式不恰当以及裁量基准体系不系统，导致环境罚款“数额低、标

准不统一、裁量肆意”。在未来完善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实践中，应以适当威慑为整体制度目标，对现有立

法和裁量规则体系加以调整。在立法中，确立包含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环境罚款组成。同时，根据不

同环境罚款组成的特征，选择不同罚款设定方式，即以概括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收益罚款，以数值数据式的方式设

定违法情节罚款。在裁量中，运用“二维网格式”裁量基准分格技术构建裁量基准规则，并确立体系化的裁量调

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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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低、标准不统一、裁量肆意”[1]已成为社

会各界对我国环境罚款的共识。为改变这一尴尬现状，

2015 年实施的“史上最严环保法”，携按日连续处罚

等一系列新的处罚举措，意图一扫往日威慑无力之阴

霾。然事与愿违，2016 年初，江苏省环保厅的环境违

法案件通报中，出现了对光明化工超标排放废水的

“603 元罚款”。此通报一出，舆论哗然，对该处罚决

定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后江苏省高邮市环保局解释

称：“光明化工排放的废水 pH 值为 5.53(标准 6-9)，根

据《水污染防治法》第 74 条第 1 款的有关规定(超标

排放水污染物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以及《高邮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标准》，按 30 日废水排放量测算，对光明化工

废水 pH 值超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603 元(应缴排污

费的 3 倍)。”[2]根据其解释可见，即使按照我国现行

法律规定对光明化工厂排放 pH 值超标废水的违法行

为进行顶格处罚，其罚款金额也仅有区区 1 005 元。

这样的现实与 2015 年底美国曝光的大众“排放门”事

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2015 年 9 月 18 日，美国环境

保护署(后简称 EPA)发布公告，指控大众旗下部分产

品在排放测试中，利用软件控制的方法进行造假。美

国司法部应 EPA 的要求，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向联邦

地区法院提交指控文件，根据该文件，大众可能面临 

总额超过 12 亿美元的罚款。[3]虽然两起环境违法事件

存在诸多差异，但差额巨大的罚款数额，不免引发对

于我国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反思。本文以此问题

为起点，以环境罚款的制度功能及目标定位为基础，

尝试借鉴美国相关环境罚款制度及实践经验，探索未

来我国环境罚款组成、数额设定方式以及裁量基准体

系的完善路径，以改变因环境罚款威慑不足形成的“守

法不如违法，小违法不如大违法”[4]的行为逻辑。 

 

一、 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 
  制度功能及目标定位 

 

在我国，罚款包括行政罚款和司法罚款。行政罚

款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在职权范围内，对

行政相对人做出的一种意思表示，旨在要求行政相对

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

式。”[5]“环境罚款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强令违

法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形式，属于环境

行政处罚种类中的财产罚。”[6]上述概念表明，环境罚

款是行政罚款在环境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是

以剥夺一定数额金钱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环境行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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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罚款的功能辨析 

环境罚款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具体类型，具有法

律责任的基本功能，即补偿(救济)功能、威慑(预防)

功能以及惩罚(制裁)功能。①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对三

种功能各有侧重，环境罚款的功能定位问题，学界尚

未形成共识。代表性观点有“补偿功能说”和“威慑

功能说”。前者认为，环境罚款虽然属于环境行政责任，

但由于其以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责任的外在表现

形式，与以金钱补偿为主的环境民事责任存在外观上

的相似性，甚至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罚款的补偿功能

是核心，并指出，在我国环境民事责任制度缺位的情

况下，应当突出强调环境罚款的补偿功能。[7]后者认

为，环境罚款的核心功能在于事前的威慑。[8]虽然后

一观点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但由于威慑

功能和惩罚功能系“一体两面”的关系[9]，现有观点

未能对环境罚款威慑功能和惩罚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

明晰的界定。 

制度功能是指具体制度在内部与外部联系中所表

现出的能力和特性。[10]这种能力和特征，一般体现在

具体制度对适用对象的作用过程中及其在整体制度中

的地位。就前一方面而言，环境罚款主要适用于相对

轻微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此类型的环境违法行为有

两个特征：①违法行为体现为“行为不法”。其类似于

刑法理论中的“行为犯”。笔者认为，美国法理论中“纸

面违法”(Paper Violation)的概念更能反映此类违法行

为的这一特征，即此类违法行为源于违反环境法律法

规中的程序性规则，而非对环境、人体健康造成的实

质性损害。[11]此类违法行为的最大特点在于，行为发

生时损害结果是否发生处于相对不确定状态，违法行

为只是在客观上提高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概率。对违法

行为人处以罚款的目的，一是促使行为人改正违法行

为，降低损害结果的发生概率；二是威慑潜在违法行

为人，使其在行为选择过程中放弃实施违法行为。由

此可见，环境罚款主要体现为一种事前责任，其更加

强调责任的事前威慑功能。②违法行为可非难性较弱。

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在传统道德甚至传统法律规范中，

属于正当行为。现代性法律之所以对此类行为进行规

范，更多是出于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

决定了对环境违法行为人加以处罚的目的更多在于矫

正并预防违法行为，而非对环境违法行为加以非难。

矫正并预防违法行为系威慑功能的核心内容，由此可

见环境罚款在威慑与惩罚之间，更加强调威慑功能，

即通过剥夺财产的威慑力迫使潜在的违法行为人放弃

违法。[12]就环境罚款在整体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地位

而言，我国《行政处罚法》在设置行政处罚之初，就

按照行政处罚力度，对各类型的行政处罚进行了排列，

罚款属于除警告之外处罚力度最轻的行政处罚类型。

而处罚力度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对违法行为人权利限制

的程度。权利限制越严格，则处罚力度越高，行为的

可非难性也就越高。这也表明，作为处罚力度较轻的

罚款，其核心功能并非惩罚(行为的非难和再犯能力的

限制)，而是威慑。 

(二) 数额确定规则的目标定位 

威慑功能能否实现取决于罚款数额能否促使违法

行为人改正违法、潜在违法行为人放弃实施违法行为。

环境罚款的适用对象——环境违法行为，本质上系生

产活动中的趋利行为，其直接目的为创造经济利益。

针对此种以经济利益为单一目标的行为，对其实现有

效威慑的途径在于，使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认识到

实施违法行为的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进而放弃实

施该行为。在环境罚款的制度框架下，预期成本表现

为环境罚款数额与环境违法行为被捕获几率之间的乘

积；预期收益则表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

所取得的经济利益，其包括基于违法而滋生的积极收

益和基于违法而节约的消极收益。在环境执法体系保

持相对稳定、环境违法行为的被捕获几率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环境罚款数额直接决定了环境罚款的威慑  

水平。 

传统理论认为威慑水平越高，越能抑制违法行为。

但随着威慑理论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威慑模型逐渐暴

露出其缺陷。过高的威慑水平可能会过度抑制行为自

由，导致社会整体效率下降。正如有学者在总结贝卡

利亚的威慑思想后所言，法律制裁违法行为，并不是

基于违法行为获得了不法利益，而是该行为对社会具

有“净损害”。[13]换言之，法律制裁的目标就是消除

现实的“净损害”，避免未来的“净损害”。故而，为

保障社会整体效率，应使环境罚款消除的“损害”大

于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在现代威慑理论中，法律

制裁的目标转向了适度威慑，其理由在于在单纯威慑

的目标指向下，会导致因威慑而付出的社会成本超过

因其而获得的社会收益。而在适度威慑理论下，法律

制裁的目标就在于探寻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之间的最

佳平衡。[14]罚款数额是威慑水平的外在体现，作为罚

款数额确定依据的数额确定规则，应当将适度威慑作

为其目标。 

“法律执行的社会经济目标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

实现最优的威慑”[15]，适度威慑目标可具体化为以下

两个约束条件：第一，环境罚款的应然数额应为能够

达到威慑效果的最小必要数额。环境罚款的基本目标

在于预防未来的违法行为、矫正已发生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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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威慑水平超过必要限度时，就会产生过度威慑，

既过度剥夺现有行为人的合法财产，对其造成不当负

担，又会过度限制潜在行为人的自由，降低社会整体

效率。第二，环境罚款的应然数额应当高于实施罚款

的必要成本。执行环境罚款需要一定的成本，而环境

罚款的目标在于消除社会的“净损害”。如果环境罚款

所支出的成本高于其本身能够消除的社会的“净损

害”，则会产生新的“损害”，造成社会整体效率的下

降。故环境罚款的数额应当高于实施环境罚款的成本，

以避免产生新的“损害”。因此，应当以上述两方面的

约束条件为依据，分析和完善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 

 

二、确立保障威慑功能的 
  环境罚款组成规则 

 

(一) 结构缺失的财产罚体系 

罚款组成规则反映了环境罚款应当由哪些部分组

成，在宏观上决定了环境罚款的数额范围。现有研究

认为，现行法律规范对于环境罚款组成本身的问题是

造成我国环境罚款“数额低、威慑不足”的制度根   

源。[16]但在考察分析我国主要环境法律规范后，笔者

认为，环境罚款组成规定的不明确只是造成这种状况

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环境行政处罚体系的结构性

缺陷。《行政处罚法》作为规范我国行政处罚行为的基

本法，在立法之初就建立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的二元财产罚架构。两类财产罚的区别在于——所剥

夺的财产是否与违法行为存在关联。罚款所剥夺的财

产与违法行为不存在关联性；而没收违法所得所剥夺

的财产，为违法行为人因违法行为而获得、与违法行

为存在关联性且不存在相应权利请求人的财产。[17] 

在此体系中，针对存在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人，

首先通过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剥夺其违法收益，并

在此基础上通过“罚款”剥夺违法行为人的额外财产，

以保证整体财产罚数额能够高于违法所得。②故而，在

此结构中，罚款组成仅包括基于违法情节的罚款，而

不包括基于违法收益的罚款。可以说，在违法行为可

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情形中，没收违法所得是罚款能够

实现有效威慑的基础。倘若没收违法所得缺位，就会

发生罚款数额无法覆盖违法获利，导致罚款乃至整体

财产罚无法实现其威慑功能。在现有环境法律体系中，

就存在没收违法所得缺位的情况。其具体表现为大量

涉及牟利性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财产罚仅包括罚款，而

不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在我国 15 部主要环境法律中，

仅9部法律中的25个条款设置了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方式，而未设置该处罚类型的 6 部法律，包括：《环境

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污

染防治法》以及《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核心环境法律

规范，而这 15 部法律在共计 130 个条款中设置了环境

罚款的处罚方式(见表 1)。两种关联性极为紧密的处罚

方式在设置数量上的巨大反差，客观上反映了在现有 

 

表 1  15 部主要环境法律规范中环境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设置情况统计表 

法律规范名称 环境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 31、32 条 未规定 

《清洁生产促进法》 第 36、39 条 未规定 

《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 48—52、54—60 条 未规定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0—77、79—83 条 未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 59、61 条 未规定 

《水法》 第 65—72 条 未规定 

《循环经济促进法》 第 50、51、52、53、56 条 第 54 条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第 68—71、73—79、82 条 第 77 条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 98—112、114—123 条 第 101、103、104、107、109、110、112、118 条

《海岛保护法》 第 47、48、50、54 条 第 47 条 

《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 44—49、51、53—55 条 第 44—46、48、49、51、55 条 

《水土保持法》 第 48、49、51—55、57 条 第 48、51 条 

《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73—81、83—88、91 条 第 76 条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 49—57 条 第 53、57 条 

《防沙治沙法》 第 40、41 条 第 3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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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律规则体系中存在没收违法所得缺位的情况③，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众多环境违法行为即使按照

现有法律规定进行顶格处罚，仍然无法保证违法成本

大于违法收益，进而无法促使违法行为人改正现有违

法行为，也无法引导潜在行为人避免实施违法行为，

最终无法实现环境罚款的威慑功能。 

(二) 作用有限的外部补救手段 

前述分析表明，现有环境罚款数额主要有违适当

威慑中“罚款大于违法收益”的约束条件。针对此问

题，现有立法试图通过设置按日连续处罚或者提高罚

款上限等外部补救方式加以解决。但无论是按日连续

处罚制度，还是提高罚款上限，均无法弥补其内在缺

失。一方面，就按日连续处罚而言，其数额大小取决

于原处罚数额。而在现有制度下，原处罚数额可能远

远低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收益，即使对其采取按日连

续处罚，也仍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对违法行为人产生足

够的威慑。另一方面，就提高罚款限额而言。罚款限

额是相对静态的，而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收益在不断变

化，即使不断提高静态的违法上限，也难以对违法收

益的不断增长予以有力回应。因此，无论是按日连续

处罚还是提高罚款限额均难以真正提高罚款对环境违

法行为人的威慑。[18]由此可见，环境财产罚体系的不

足无法通过外部补救手段加以弥补，只能通过完善财

产罚体系内部结构的方式予以彻底解决。 

(三) 构建情节收益二元的罚款组成规则 

对于上述环境财产罚体系的缺陷，存在两种不同

的完善路径：一是在现有环境行政处罚体系中适当补

充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措施，重新在环境行政处罚体

系中搭建完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财产罚架构；

二是扩大环境罚款组成，使其囊括没收违法所得所发

挥的功能，确立包括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

二元环境罚款组成规则，逐步在环境行政处罚领域中

摒弃“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二元财产罚架构，确

立罚款一元的财产罚架构。 

第一种路径在实践中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没收违法所得在现有行政处罚体系中属于独

立的行政处罚类型，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基于法律法

规的明文规定。根据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行政机关

任何减损公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存在法律的明确授

权”，违法所得仍然属于公民所客观拥有的利益范畴，

不能因为其来源违法，国家就可以在未经法律授权的

情况下任意处置、追缴。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在事实

上也剥夺了违法行为人所控制的财产，具有惩罚性。

这意味着，如欲在现有环境法律规则中补充没收违法

所得的处罚方式，必须对现有法律进行大量修改。而

法律修改的时间漫长，这将导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

间范围仍然无法有效解决前述困境。另一方面，在立

法修改的过程中，即使补充了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方

式，但由于立法本身的滞后性，仍然可能会导致对某

些应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未设定该处罚，导致

整体制度中存在制度短板，进而影响制度整体的实施

效果。综合两方面因素考量，此路径不宜成为未来解

决前述制度缺陷的选择。 

反观通过扩大环境罚款的组成，确立包括违法情

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二元环境罚款组成规则的解

决方案，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现可能。首先，扩

大环境罚款的组成，属于对于“环境罚款”概念的解

释，并不涉及在立法中新设行政处罚的问题。可以先

行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加以适用，随后通过法律修改

加以确立。这就保证了能够在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解决

现实中的困境，同时保证了现有制度体系的稳定。其

次，现有立法为扩大环境罚款的组成提供了充分的解

释依据。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59 条第 2

款规定：“罚款数额需要根据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

本、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加

以确定。”这表明了我国现有立法已接受将违法收益罚

款纳入环境罚款的组成部分④，与原有的违法情节罚款

一同组成环境罚款。同时，鉴于《环境保护法》在我

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地位，其对于基本概

念的界定，在相关单行法未作明确例外规定的情况下，

应当直接适用于所有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之中。

这就意味着可以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扩大有关环境

罚款条款中环境罚款的组成。再次，将环境罚款的组

成明确为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所得罚款，能够得到环

境法治先进国家立法与实践的印证。美国作为全世界

探索环境法治的先驱，其在不断实践与探索中所建立

的各类环境法律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

所重点参考的样例。在美国环境行政执法体系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中，罚款(Civil Penalty)是

其法律责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如

果允许违法者从不遵守法律的惩罚中获利，就相当于

将那些守法的行为人置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就对守

法行为产生了负向激励。因而罚款至少应当能够剥夺

那些从违法行为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这部分罚款是

“收益组成”(Benefit Component)。基于威慑和基本正

义理念的要求，罚款需要包括额外的部分，以保证违

法行为人的经济处境要差于遵纪守法的行为人，这部

分 的 罚 款 需 要 反 映 违 法 行 为 的 严 重 性 程 度

(Seriousness of the Violation)，而这部分罚款被认为是

“严重性组成”(Gravity Component)。这两个罚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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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保证了美国环境罚款的基本威慑水平

(Preliminary Deterrence Figure)。[19]实践表明，美国扩

张环境罚款组成的方案，能够最为合理地发挥环境罚

款的威慑功能，保证环境罚款数额的科学合理。最后，

此解决方案能够合理衔接原有环境财产罚体系。通过

法律解释的方法将环境罚款的组成扩张至包含违法所

得罚款，可能会导致与现有立法中规定的没收违法所

得部分产生冲突。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冲突，在对环境

罚款组成的解释过程中，可以明确相关例外情形，以

保证整体法律制度相互协调。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如

下思路进行解释：第一，当适用环境罚款的违法行为

人已经基于同一行为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时，没

收违法所得的收益数额不再纳入基于违法所得的罚款

计算之中；第二，当受到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行为人

尚存在未纳入违法所得计算的违法收益时，该部分违

法收益应纳入罚款计算范围中；第三，当法律未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措施时，违法行为人因违法行为

所取得的收益，应全部纳入罚款计算范围中。 

 

三、选择反映罚款组成特征的 
数额设定方式 

 

(一) 数额设定方式的制度现状分析 

数额设定规则在微观上决定了在具体情形中环境

罚款数额的上下限。在罚款设定规则中，须根据不同

类型环境违法行为的特征，以不同罚款组成部分的特

点为依据，选择罚款数额设定方式，而不同的设定方

式会对罚款数额的微观范围产生影响。在现有的环境

法律规范中，存在 7 种不同的环境罚款设定方式，包

括：①固定倍率式，即将罚款数额确定为某特定基数

的某个固定倍数；②数值数距式，即将罚款限制在一

定数值区间内，明确罚款数值下限和上限；③倍率数

距式，即将罚款确定为某特定基数的倍率区间；④数

值封顶式，即将罚款数额限定在某一固定的最高数额

之下；⑤倍率封顶式，即将罚款数额限定在某特定基

数某一固定的最高倍率之下；⑥数值封顶式，即将罚

款数额设定在某一数额之下；⑦概括设定式，即仅规

定处以罚款但未规定具体的罚款标准或罚款数额。[20] 

上述不同类型的数额设定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类型：数值式、倍率式和概括式。这三种类型的罚款

设定方式各存利弊。数值式的优势在于罚款数额明确，

能够为行为人提供明确的预期，并能较好地限制自由

裁量权；其不足在于，存在数值上限的限制，可能会

导致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同时其难以适应物价指

数、消费指数的动态变化，无法确保不同时段上的罚

款公平。[21]倍率式的优势在于，罚款数额具有相对较

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但其缺陷在于，合理地确定罚款

基数和乘数倍率存在较大的困难，罚款基数自身大小

变化可能导致罚款数额极大或极小。故有学者指出，

应对倍率式罚款设定限制性条件，即运用数值式的设

定方式对罚款的上限和下限加以限定，避免处罚结果

畸重或畸轻。[22]概括式的优势在于具有较大灵活性，

可以适应差异性较大的违法行为类型；其缺陷在于罚

款数额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限制行政机关的

自由裁量权。 

(二) 目标回应错位的数额设定方式 

提高环境罚款数额上限是现阶段解决罚款威慑不

足的重要途径，具体到数额设定规则中就体现为，越

来越多地运用倍率式数额设定方式，并且针对倍率式

数额设定方式在罚款基数和乘数倍率确定上的困难，

探索了诸多确定罚款基数和乘数倍率的方式。例如：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21 条第 2 款，规定

了以事故严重程度为乘数倍率的计算依据、以污染事

故造成的损失作为罚款基数。但此规定方式仍然无法

解决倍率式数额设定方式自身的不足，即当极大值出

现时，罚款数额可能会远远大于能够实现威慑效果的

最小数额，发生过度威慑；当极小值出现时，罚款数

额可能会小于实施罚款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导致社会

效率下降。由于倍率式数额设定方式与适当威慑目标

之间的冲突，导致数额设定规则对环境罚款目标的回

应错位。因此，在对此缺陷进行完善时，应以罚款组

成特点为基础，以适当威慑目标为约束，确保规则的

准确回应。 

(三) 基于罚款组成的分别设定模式 

适当威慑是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目标，环境

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需要以充分保障目标实现为指

导。在环境罚款组成扩张的背景下，环境罚款组成包

括违法收益罚款和违法情节罚款。不同类型的罚款的

设置目的、原理各不相同，在构建数额设定规则的过

程中，应结合其特点，在适当威慑的约束条件下，分

别确定罚款数额设定规则。 

1. 违法收益罚款的数额设定规则 

此部分罚款的核心功能在于确保违法成本能够完

全覆盖违法收益。其特点为，不同违法行为的违法收

益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基于此特点，笔者认为，对此

部分的罚款应当采用概括式的设定方式。虽然此方式

在现有研究中处于几乎被抛弃的状况，但造成此情形

的原因并非在于概括式设定方式本身的不足，而在于

现有的罚款组成限制了概括式设定方式的运用。在现

有模糊的环境罚款组成中，环境罚款设定缺乏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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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指向，概括式设定会导致整体罚款数额处于不确

定状态。而在本文所提出的罚款组成和规则模式之下，

基于各部分罚款组成的特征而选择罚款数额设定方

式，具有明确的指向目标。违法收益罚款的目标就是

覆盖违法收益，而违法收益具有现实的差异性，概括

式设定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特征能够满足这种现

实差异性的要求。但鉴于概括式设定方式本身存在罚

款数额不确定的缺陷，为了避免执法机关滥用自由裁

量权以及法律适用的困难，应当在设定时明确以下问

题：①违法收益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因违法行为产生

的积极收益、因违法行为而节约的消极支出以及前述

违法收益自违法行为发生至违法行为改正期间所获得

的利润。②违法收益的计算方式。当存在证据证明违

法行为人的实际收益时，违法收益的数额应当按照该

证据所反映的数额计算；如果不存在相关证据直接证

明实际违法收益，则可以采用同类行为在相似情形下

的收益水平计算违法收益。③为提高执法效率，部分

违法收益的计算可以采用标准化计算方式。 

2. 违法情节罚款的数额设定规则 

此部分罚款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评估违法情节，

确定在剥夺其违法收益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人科以

额外数额的罚款，敦促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促使潜在行

为人放弃实施违法行为。此部分罚款数额确定的特点

为，在适当威慑的约束条件下，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

威慑功能。这就要求，此部分罚款需要设定数额上限

和数额下限。在相关数额设定方式中，只有数值数距

式和倍率数距式两种设定方式符合此要求。相较于倍

率数据式，数值数距式在罚款数额的明确性、对自由

裁量权的限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而倍率式设

定方式在罚款数额上限方面的优势，在扩张环境罚款

组成后，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其在罚款基数确定、

乘数倍率以及最终罚款数额等方面的缺陷也难以克

服。因此，在构建数额确定规则时，应当选择数值数

距式的设定方式。 

在运用数值数据式设定罚款数额时，应当注重以

下内容：①在确立罚款上限和下限的过程中应当注意

其确定的依据。罚款数额上限，由现阶段可预见到的

该类型违法行为中，对情节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及潜

在行为实现有效威慑的最小数额所决定；而罚款数额

下限，则由现阶段执法机关处罚该类型违法行为中情

节最为轻微的违法行为的必要支出所决定。②明确规

定相关裁量因素，并且根据对违法情节的评价角度不

同，将其分为对行为严重性程度的裁量因素和对行为

可改正性的裁量因素。前者包括：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损失、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违法行为对环境影响的

规模等；后者包括：违法行为与法律规定标准的差距、

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程度、违法行为人配合执法的

情况以及违法行为人的违法历史等。③按照情节严重

程度的不同，设置不同梯级的罚款数额。④可以赋予

执法机关对条款进行解释调整的权力，其应包括两种

类型：一是在一定期限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对罚款数额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力，以保障罚款在不同

时间段内的公平性；二是根据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特

征，在法定罚款限额内，以具体裁量因素作为依据，

制定罚款裁量基准的权力。 

 

四、构建确保适度威慑的 
  罚款裁量基准体系 

 

(一) 单一线性的裁量基准规则 

环境罚款数额的确定，本质上是结合法律规定的

裁量因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评价，并确定环境罚

款数额的过程。所谓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

规定的裁量空间内，依据立法者意图以及比例原则等

要求，结合执法经验的总结，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种事

实情节，将法律规范预先规定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

并设以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23]究其本质是由行

政机关做出、以具体化法律规则为目标、具有解释功

能的行政规则[24]，以保障裁量公正、罚款数额适当、

威慑水平适度。 

裁量基准一般表现为，在立法中存在较大裁量空

间时，在裁量空间内所设置的若干阶格。[25]阶格直接

决定罚款最终数额，影响适当威慑目标的实现。确立

阶格的方法，被称为裁量基准的分格技术。现有分格

方式包括直接表述式分格方式和处罚公式与分格相结

合的分格方式，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格”变

为了“点”。[26]在罚款裁量的过程中，对于复杂裁量

因素的考量主要在违法情节罚款数额确定的过程，在

此仅针对此部分的裁量基准规则展开讨论。在分析各

地颁行的相关裁量指导文件后，笔者认为，现有的裁

量指导文件在裁量基准分格技术的运用中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运用裁量基准分格技术的过

程中，对相关因素的类型化分析不足。例如：在环保

部印发的《裁量指南》中，虽然分别列举了综合裁量

考虑因素，但并未对相关考量因素按照对情节评价影

响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分类。[27]如前文所述，可将影响

环境违法行为情节的评价因素分为包括违法行为严重

性和违法行为可改正性两大类型。第二，裁量分格技

术本身存在局限。其具体表现为，相关裁量分格技术

停留在“一维线性式”的分格技术。所谓“一维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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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指在设置裁量阶格时，所依据的裁量因素为单

一类型的因素，而阶格的设置直接按照单一因素进行

线性排列。例如：《南通裁量》作为现阶段国内裁量基

准分格相对较为先进，评价因素较为系统、全面的裁

量指南，也未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在其对《水污染

防治法》第 71 条罚款裁量基数分格的过程中，虽然在

具体的分格方式上呈现出了“二维式”的结构，但究

其本质“项目投资数额”和“环评文件类型”均只能

反映项目的规模，而无法反映其他影响行为违法情节

的因素，其本质上仍是属于传统的“一维线性式”分

格技术。这种分格技术难以反映违法情节的复杂性，

以确保裁量结果的准确适当。 

(二) 运用“二维网格化”裁量分格技术 

在理论上，分格技术运用的过程中越多地考量不

同类型的裁量因素，越能准确地反映违法行为的违法

情节。但罚款数额是唯一的责任表现形式，这就决定

了最多只能通过运用“二维网格化”的裁量分格技术，

来构建违法情节裁量基准规则。所谓“二维网格化”

裁量分格技术，是指以决定影响违法情节的裁量因素

中关联性最为紧密的两种裁量因素为依据，根据不同

程度的违法情节构建网格式裁量基准的分格技术。 

在美国环境法理论中，将环境违法情节的评价因

素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违法严重性和违法可改正 

性。[28]EPA 以此为基础，运用“二维网格式”裁量基

准分格技术构建了裁量基准体系。例如：在针对

CERCLA 第 103 条、EPCRA 第 304 条中泄漏危险物

质并未及时履行通报义务的违法行为的裁量基准中，

首先，以泄漏数量作为评价违法严重性的裁量因素，

并按照泄漏数量超过规定标准(RQ/MTL)的倍数将违

法行为严重性程度划分为等级 A(超标 10 倍以上)、等

级 B(超标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以及等级 C(超标 1 倍以

上 5 倍以下)。其次，以泄漏事件发生后通报的时间长

短作为评价违法行为可改正性的裁量因素，并以此为

依据将违法行为的可改正性程度划分为等级 1(通报时

间晚于泄漏事故发生后 2 小时)、等级 2(通报时间晚于

泄漏事故发生后 1小时但早于 2小时)以及等级 3(通报

时间晚于泄漏事故发生后 15 分钟但早于 1 小时)。最

后，运用“二维网格化”裁量分格技术确定裁量基准

分格情况，参见表 2。[29, 30] 

“二维网格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分格技术中的裁量因素由单一因素扩展至二

元因素，使得对违法行为的评价能够从违法行为严重

性和违法行为可改正性两个方面加以考量，能够更准

确地对违法情节加以评价；第二，使裁量过程中对于

应处罚款数额的确定更加精确，更能保障罚款数额接 

表 2  EPA 针对有关 CERCLA 第 103 条及 

EPCRA 第 304 条的裁量分格情况 

违法情节 等级 A 等级 B 等级 C 

等级 1 

上限： 
32 500 美元 

上限： 
24 179 美元 

上限： 
16 119 美元

下限： 
24 180 美元 

下限： 
16 120 美元 

下限： 
8 061 美元

等级 2 

上限： 
24 179 美元 

上限： 
16 119 美元 

上限： 
8 060 美元

下限： 
16 120 美元 

下限： 
8 061 美元 

下限： 
4 032 美元

等级 3 

上限： 
16 119 美元 

上限： 
8 060 美元 

上限： 
4 030 美元

下限： 
8 061 美元 

下限： 
4 032 美元 

下限： 
2 014 美元 

 

近适当威慑水平。在运用的过程中，应当选择与违法

行为明确相关的、具有显著指示性的裁量因素作为构

建裁量基准的依据。例如：针对违法排污行为裁量因

素就应当选择超标程度(对于总量标准而言就体现为

排污量，而对于浓度标准而言就体现为排污浓度)作为

评价其可改正性程度的依据，选择影响范围或者直接

损失数额作为评价其严重性的依据。对于诸如主观认

知程度、违法历史、配合执法的态度等一般性裁量因

素，则不宜直接作为构建裁量基准的依据。但即使运

用“二维网格式”分格技术替代现有的“一元线性式”

分格技术，仍然不可能将所有的影响违法性程度的裁

量因素纳入裁量基准规则之中，因而基于裁量基准分

格技术所确定的罚款数额不宜作为最终的处罚数额，

需要根据未纳入裁量基准分格体系中的裁量因素加以

修正和调整，即在确立“二维网格式”分格技术的基

础上，构建裁量调整规则。 

(三) 构建体系化的裁量调整规则 

裁量调整规则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裁量基准规则中

纳入裁量因素的有限性。在具体裁量过程中，需要首

先依据分格式裁量基准确定初步环境罚款数额，随后

根据裁量调整规则对环境罚款数额进行调整，最终确

定罚款数额。在构建裁量调整规则时，需要着重关注

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裁量因素的选择。纳入调

整规则的裁量因素，既应当包括一般性裁量因素，也

应当包括未纳入裁量基准分格体系中的、涉及违法行

为严重性及可改正性的裁量因素。此外，违法行为人

支付能力不应纳入系数调整的范畴，支付能力本身并

非评价违法行为情节的裁量因素，将其作为调整罚款

数额的依据在于保证环境罚款的适当威慑水平，故而

基于支付能力对罚款数额的调整需在确定最终罚款数

额之后做出。二是最终环境罚款数额计算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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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系数计算法作为确定最终环境罚

款数额的计算方式。将调整基本系数设置为 1，根据

各裁量因素的特点确定各自的调整系数，并将调整系

数划分为加重系数和减轻系数，在通过加减计算确定

最终调整系数后，将系数与根据裁量分格技术所确定

的初步环境罚款数额相乘，确定最终环境罚款数额。

三是不同裁量因素对最终环境罚款数额计算影响程度

的确定。其具体表现为确定各裁量因素的调整系数，

在调整系数的初次确定时，需要全面分析现有环境罚

款的执行情况，以各裁量因素对现有罚款裁量的影响

作为依据，结合现有环境罚款的威慑效果加以确   

定。[26](63)此外，在确定调整系数的过程中也可运用“一

元线性式”的分格方法对同一裁量因素的调整系数进

行梯级设置。 

(四) 开发运用现代化的裁量工具 

在实践中还应当重视对于裁量工具的开发和运

用。伴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裁量基准体系的日渐成

熟，具体的数额裁量工作势必日趋复杂。为了减轻基

层执法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执法效率，在建立科学、

完善的裁量基准规则的基础上，可以大胆探索电子化

裁量工具的运用。EPA 就在确立相关罚款裁量计算方

式之后，开发了一整套用于确定最终罚款数额的计算

软件，包括用于计算法人违法行为人支付能力的

ABEL、计算自然人违法行为人支付能力的 INDIPAY

以及计算违法行为人违法收益的 BEN 等。[31]而中国

相关的地方实践也在不断探索“一键罚款计算”等计

算机工具的开发和运用，可以预见未来计算机裁量工

具将在环境罚款数额确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结语 

 

“激励必须面向未来，已发生的事故，其损失属

于沉没成本，相对于未来无穷多个潜在事故的损失总

额，当下的事故损失再大，在比例上也会趋近于   

零。”[32]环境罚款作为负向激励的手段，“适当威慑”

是其制度目标，无论是在法律规范层面的环境罚款组

成、环境罚款设定方式问题，还是在法律实施层面的

环境罚款裁量基准问题，均是围绕最终确保环境罚款

数额能够达到适当威慑水平而展开的。鉴于经济社会

的变化以及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适当威慑”

这一目标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为回应这一客观

现实情况，在理论研究中需要立足实践现状，从立法

论层面不断完善现有制度的体系性缺陷，从解释论层

面不断填补制度与实践之间的空隙；在实践中，应当

不断探索规范裁量行为、提高裁量效率的规则和方法。

如此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最终改变我国环境

罚款“数额低、标准不统一、裁量肆意”的尴尬状况。 

 
注释： 
 
① 法律责任的功能还包括引导、规范等，但有学者指出此三种功

能是实现其他类型功能的基础。参见徐以祥、梁忠：《论环境

罚款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153 页。 

② 在《行政处罚法》实施之后，众多学者认为“没收违法所得”

这一行政处罚的类型存在较大的缺陷，而此类观点可以概括

为：①其实质上是一种追缴，并未对违法者的合法财产造成任

何损害，不具有惩罚性；②没收违法所得的范围有限，不包括

违法行为人从违法行为中所获得的积极收益。故而现在主流观

点认为，应当将其从行政处罚的种类中剔除。参见姚莉英：《试

析行政处罚种类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1998 年第 3 期。

谢祥为、张哲：《行政处罚法定种类评析》，载《江西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2 期。 

③ 这种缺陷不仅仅为绝对的数额差距所体现，也体现在众多有显

著经济收益的违法行为未受到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规制。例

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72 条第 2 项所规制的“未按照规定安

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行为，就可以带来节省设备

运行管理费用的收益，而对此具有显著经济收益的行为，现有

立法仅仅设置了罚款，而未设置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措施。 

④ 虽然立法的字面表述只将违法收益作为确定罚款数额的裁量

因素，但裁量因素本身就是罚款组成的外在表现，因而可以认

为将违法收益作为裁量因素是基于立法认可将基于违法收益

的罚款作为环境罚款的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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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fection of the rules of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fine 

 

ZHOU Xiaoran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fine is a type of environmental property penalty with deterrence as its core function, but it 

requires fundamental guarantees of both scientific legislation and accurate discretion to determine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he environmental fines. Currently, the co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fine is not intact, the way of determining the 

fee is not appropriate, and the discretion benchmark system is not systematic, all of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low 

amount, disaccorded benchmarks and willful discretion. In our future practice of perfecting the determination rules of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fine, we should set appropriate deterrence as the goal of the whole system and regulate our 

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rule system of discretion. In legislation, co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fin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contain both illegal act fine and illegal gains fine. Meanwhile, different ways of determining fines 

should be offered for choi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discretion, “two-dimensional 

grid style” benchmark can be employed to set and establish systematic adjustment rul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fines; composition of fines; amount setting of fines; discretion benchmark of f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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